朱熹、黃榦及楊復祭禮學的形成

葉純芳
一、前言

    在宋代著名的禮學專書中，通論禮學者，如陳祥道《禮書》，將《三禮》內容依據主題分類論述。又有集解式著作出現，如衛湜《禮記集說》，根據《禮記》經文，羅列各家闡釋。朱熹《儀禮經傳通解》，則以《儀禮》為主，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為輔，旁及其他經書有關禮儀記載，彙編成為一部規模宏大的禮學著作。這樣的編排意識，除了表現朱熹以《儀禮》為經，《禮記》為傳的想法，也透露出朱熹想要重建、完整《儀禮》的期望，並由《儀禮》統攝其他各部經書的禮學思想。
    《儀禮經傳通解》，正編由家、鄉、學、邦國、王朝五禮組成；續編由喪、祭二禮組成。正續編順序，朱熹依循漢代劉向《別錄》「賤者為先」、「先吉後凶」、「凶盡則又行祭祀吉禮」的原則編排。這部書最終以今日我們所見面貌問世，是經過朱熹與弟子們多次反覆討論修訂而成。
朱熹生前僅完成前五禮，後二禮於臨終前囑託大弟子黃榦續成。
    不過，起初實際擔任《祭禮》編輯者，為吳伯豐（必大）與李寶之（如圭）二人。
然朱熹對李如圭所編不盡滿意，而吳必大雖深獲朱熹讚賞，卻因病早卒。最終，連《祭禮》也只能委託給黃榦完成。朱熹死後十多年間，黃榦奔走王事，編纂禮書的工作斷斷續續進行。待《喪禮》編纂完成，將著手修定《祭禮》之際，又因病去世，僅留下草稿。門人不敢予以刪改，只將篇次稍加編定，與《喪禮》共同付梓。今日我們所見通行本《續儀禮經傳通解‧祭禮》，即是此書。又經過十年，朱、黃二人的弟子楊復，以黃榦所編《祭禮》為藍本，重新編纂一部《祭禮》。此書雖曾跟隨朱熹《儀禮經傳通解》以及黃榦《續通解‧喪禮》刊刻成書，但印數極少，今僅見存於日本靜嘉堂。

    論者嘗謂《通解》續編為弟子黃榦所續，不應視為朱熹禮學的一部分；又《祭禮》為黃榦諸弟子推舉楊復編成，去取未當，更不可視作完書。筆者以為這些評論都是因為不瞭解《通解》整部書編纂的過程所造成的誤解。同時，不論是黃榦或是楊復，在經學史的研究中，都是被忽略的人物。但這樣的忽略，卻是造成學術結論偏頗的主因。今楊復《祭禮》雖已重新面世，一直存在我們心中的疑問與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卻沒有得到答案。楊復重撰《祭禮》的目的為何，朱熹一門禮學如何形成，這些因為文獻不足導致無法說明清楚的問題，正由於這部書的再現，我們得以窺探黃、楊《祭禮》之間的關係與差異，亦可討論從朱熹、黃榦到楊復祭禮學的形成。
    在本文之前，我們將靜嘉堂所藏楊復《祭禮》抄錄整理出版
，又將傅增湘與張鈞衡舊藏宋刊元明遞修的《儀禮經傳通解》正續編影印出版
，並已先後撰寫二書的《導言》及《編後記》。從正編朱熹鳩集學生編輯至刊刻、黃榦續修、楊復再修的整個過程，以及內容體例，都做了完整的說明及介紹。但對於朱子一門祭禮學的形成，由於體裁所限，無法深入討論。故另撰寫本文，以專論朱子與門人祭禮學的形成。除非必要，本文不與前二篇內容重複，特此說明。
二、朱熹最初的《祭禮》構想
    紹定四年（1231），楊復根據黃榦《祭禮》稿本，重新撰作一部《祭禮》，仍題作「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」。寶祐元年（1253），王佖於南康重刻《儀禮經傳通解》正續編，即因楊復所修《祭禮》內容精簡，而抽換掉黃榦的《祭禮》。

    據楊復《祭禮自序》，黃榦有意讓他幫忙纂輯《祭禮》，於是將《祭禮》稿本交付給他，並囑咐他好好讀之：》
及嘉定己卯（1219），《喪禮》始克成編。將修《祭禮》，即以其書稿本授復曰：「子其讀之。」蓋欲復通知此書本末，有助纂輯也。復受書而退，啟緘伏讀，皆古今天下大典禮，其關繫甚重，其條目甚詳。其經傳異同，註疏抵啎，上下數千百載間，是非淆亂，紛錯甚眾。自此朝披夕閱，不敢釋卷。時在勉齋左右，隨事咨問，抄識以待先生筆削。不幸先生即世，遂成千古之遺憾，日邁月征，今十餘年。
楊復所見到的《祭禮》稿本，實際情況是各經之間的禮文「經傳異同，註疏抵啎，上下數千百載間，是非淆亂，紛錯甚眾」。也就是說，做為《祭禮》編撰者的黃榦，並沒有疏通經傳注疏之間的矛盾，讓這些異同抵啎、淆亂紛錯同時存在於一部書中。而各篇內容也仍待整頓，《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》云：
十三年庚辰（1220），夏，《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喪禮》書成，……楊信齋曰：「《祭禮》亦已有書，……事序終始，其綱目尤為詳備。」……又曰：「先生又嘗謂《祭禮》已有七八分，欲修定用力甚省。」復請於先生曰：『他卷更無可議，惟《天神》一門更宜整正。』」先生然其言。（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》影印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）
對黃榦來說，「欲修定用力甚省」，對楊復來說，卻是「《天神》一門更宜整正」。黃榦彼時雖同意楊復的看法，但恐怕力有未逮。從此，楊復「朝披夕閱，不敢釋卷」。遇有問題，隨事咨問，並將與黃榦往來討論的內容整理妥當，以待黃榦筆削。最後因為黃榦過世而來不及修訂。這些朝批夕閱、認真抄識的心得與筆記，成為楊復重新纂輯《祭禮》的動力。

    不過，最初擔任《祭禮》編輯者，朱熹交給吳必大與李如圭二人。
    在《晦庵集》與《續集》中，我們看到朱熹與弟子們對於編纂《禮書》的討論過程，或是朱熹交付學生為編好的綱目附上注疏。有些意見成為我們今天所見《禮書》形式
、有些意見則被朱熹否定。
對於《喪》、《祭》二禮，朱熹雖不曾手定，卻是依照他的構想所完成的。
《祭禮》的篇目，朱熹「嚮來亦已略定」，委託給吳必大、李如圭二人之時，要求他們「須得旋寄旋看乃佳，蓋看多恐不仔細，又免已成復改，費工夫也」。並舉黃榦編纂《喪禮》為例，「用工甚勤，但不合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，全然不成片段。又久不送來，至十分都了方寄到，故不免從頭再整頓過一番，方略成文字」（《答吳伯豐》，《晦庵集》，卷52），希望二人引以爲鑑。

    在《答吳伯豐》（卷52）與《答李寶之》（卷59）二書，朱熹對二人編排《祭禮》架構、篇目有以下的指導（為方便參看比較，以下將兩書信關於《祭禮》架構製成表格，(代表《答吳伯豐》，(代表《答李寶之》）：

	(
	(
	黃榦
《祭禮》

	廟制一
	以《王制》、《祭法》等篇爲首，說廟制處，凡若此類者皆附之，自爲一篇以補經文之闕。
	祭法
	唯《祭法》及《宗廟》兩篇附諸篇後，不見祭祀綱領，恐須依向寫去者移在諸篇之前，為《祭禮》之首。但舊作兩篇太細碎，今可只通作《祭法》一篇，如此，則《王制》一段、《周禮》事鬼神示之日，及《祭法》本文皆可全載，不必拆開矣。《祭法》「禘郊祖宗」更攷《國語》去取。又，鄭注恐不可用。
	特牲饋食禮

	特牲二
	依《冠》、《昏》禮，附記及它書親切可證者。
	特牲
	
	少牢饋食禮

	少牢三
	同上。
	少牢
	
	有司徹

	有司四
	同上。
	有司
	
	諸侯遷廟

諸侯釁廟

	祭義五
	以本篇言士大夫之祭者爲主，諸篇似此者皆附之。本篇中間有言天子、諸侯禮處，却移入《祭統》。
	諸侯釁廟
	
	祭法

	九獻六
	以《大宗伯》篇首「掌先王」之目爲主，而以《禮運》「禮之大成」一章附之。《周禮》及《禮記》中如此類者皆附其後，如《周禮‧籩人》、《醢人》、《司尊彝》之屬，正與《禮運》相表裏。
《禮運》篇已寫去，在直卿處，可更考之，依此編定。如禘祫之義，則《春秋纂例》中「趙伯循說」亦當收載。
	諸侯遷廟
	
	天神

	郊社七
	以《大宗伯》「祀天神、祭地祇」之目爲主，凡諸篇中言此類者皆附之。如《皇王大紀》
中論郊社處，亦當收入注疏後。
	祼獻
	易名甚當，但前篇之例，依《儀禮》本文皆自下而上，故其序當如此。
	地示

	祭統八
	以本篇言諸侯、天子之禘者爲主，凡諸篇言郊廟祀饗之義者，皆附其後。篇内言士大夫之禮處，却移在《祭義》篇内。
	祭義内事
	此如來示，合《祭義》、《祭統》為之，通言上下祭先之義，故又加「内事」二字，以别後篇。
	百神

	
	
	中霤
	（逸禮）
	宗廟

	
	
	郊社
	
	因事之祭

	
	
	祭義外事
	此為《中霤》、《郊社》兩篇之義，其蜡祭等說亦附此。
	祭統

	
	
	
	
	祭物

	
	
	
	
	祭義

	或别立《祭祀》一篇，凡統言祭禮，如《王制》篇内一段；《周禮》大宗伯祀天神、祭地祇、享人鬼之目；及今《禮記‧祭法》篇（但除去篇目數句入《祭統》），凡似此類者，冠於《廟制》之前，不注。而逐篇本文再出者乃附注疏，如何？
《王制》乃通有夏商之法，當爲首。《周禮》次之、《禮記》「燔柴」以下又次之，此爲總括祭祀之禮。而《廟制》以下各隨事爲篇，由賤以及貴，前數類皆然也。
	此祭禮篇目也。

其他大傳、外傳，向已附去者，可并為之，只此目中《祭義》内外二篇及《中霤》、《郊社》二篇亦未編定，幸并留念也。
禘郊祖宗之說，《公》、《穀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家語》、趙氏《春秋纂例》中說、横渠禮說皆當考也。《祭法》、《祭義》及《遷廟》附記三篇，今附還，可照前說重定為佳。《中霤》、《郊社》二篇可并編定，其《祭義》内外事兩篇，并處諸篇之後亦佳。《祭法》内「郊之祭也」一章，當入外事篇，他皆放此。
	


    《儀禮》所存者，僅有士（《特牲饋食》）、大夫（《少牢饋食》）祭禮，故「不可更以王侯之禮雜於其中，須如前來所定門目，别作《廟制》、《九獻》及《郊社》諸篇」（《答黃直卿》，《晦庵續集》，卷1），所以除了《儀禮》原來有關祭禮的篇目外，《廟制》、《九獻》、《郊社》等王侯禮，是朱熹為《祭禮》設想的架構中，應取自他經而補充的內容。

    「九獻」，在(已列入《祭禮》的篇目裡。李如圭後來改「九獻」為「祼獻」，得到朱熹「易名甚當」的讚賞。但之後楊復所編《祭禮》仍回改為「九獻」。楊復謂「九獻者」：

謂王及后祼各一，朝踐各一，饋獻各一，朝獻王酳尸一，再獻后酳尸一，此為八獻。諸臣為賓酳尸一，并前八為九。是禮也，春祠夏禴、秋嘗冬烝、追享朝享，莫不皆然。（《宗廟篇‧中‧宗廟四時祭禮》，卷8，頁465）
則「祼」為九獻第一第二獻，包含於九獻之中。李如圭作「祼獻」（「祼」與「獻」），雖由字面即可理解其實質內涵，不若「九獻」涵蓋全體為佳。

     (的《廟制》、(的《祭法》，二者雖然篇題不同，就其內容而言，實為一事。《祭法》、《宗廟》依照朱熹原來的構想，應該置於《祭禮》之首篇，但李寶之似乎又擅自作主置於篇末，故朱熹再次提醒「須依向寫去者移在諸篇之前，為《祭禮》之首」。
    (多了《諸侯釁廟》、《諸侯遷廟》二篇，為《大戴禮記》內容。通行本《祭禮》有此二篇，置於《有司徹》之下，說明黃榦有認此二篇為諸侯祭禮經文的想法。但置於《有司徹》之後，是基於各禮「由賤以及貴」的原則，或是楊復所言「勉齋黃先生編纂《祭禮》，……正經則以《特牲饋食》、《少牢饋食》、《有司徹》為先，所以尊聖經也；而《大戴》《遷廟》、《釁廟》二篇附焉」（《祭禮後序》），非《儀禮》正經，所以附之於後，則不得而知。
    (有《中霤》一篇，在(雖未有此篇，但朱熹之後又致書吳伯豐，表示：

熹前日奉書，說《祭禮》篇目。内《郊社》篇中，當附見《逸禮‧中霤》一條。此文散在《月令》注疏中，今已拆開，不見本文次序，然以「中霤」名篇，必是以此章爲首。今亦當以此爲首，而「戶」、「竈」、「門」、「行」以次繼之，皆以注中所引爲經，而疏爲注。其首章即以《逸禮‧中霤》冠之，庶幾後人見得古有此書，書有此篇，亦存羊之意也。疏中有其篇名，必是唐初其書尚在，今遂不復見，甚可歎也。（卷52）

說明《中霤》放入《祭禮》之必要，後亦收入黃榦《祭禮‧地示》篇。楊復《祭禮》更將朱熹此段文字置於「逸禮中霤」下之說解。（有底線部分皆為楊復所錄。《地示篇‧五祀禮》卷六，頁355）
    (以《廟制》、(以《祭法》為篇首，雖然朱熹在(中強調《禮記‧王制》「通有夏商之法」，但王侯祭禮的經文已不見存於《儀禮》，從其他經書中所擷取出有關王侯祭禮的經文，必須安排在《儀禮》經文之後。即原來章次的編排，與「《儀禮》為經，而取《禮記》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，皆以附於本經」（《乞修三禮劄子》）的前提有違，故在黃榦《祭禮》，便將屬於經的《特牲饋食》、《少牢饋食》、《有司徹》、《諸侯釁廟》、《諸侯遷廟》提於《祭禮》篇首。
    (之「祭義五」，以士、大夫之祭者爲主；「祭統八」，以諸侯、天子之禘者爲主，但二者仍有相混淆的現象。說明編纂初期，生徒們對天子諸侯、士大夫之祭禮的界限仍不熟練。
    在(或(，朱熹對於《祭禮》諸多問題特別指出「禘祫」議題，並希望二人定要參考趙匡《春秋纂例》的看法。
    朱熹對《祭禮》篇章的安排雖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採取的是接納開放的態度，分任其事的生徒不僅只是幫忙抄錄條目。從二書信，說明學生可以與他共同討論，甚至是改動他的設想。即使如此，仍應以不違背朱熹對禮書編纂的整體構想為前提，所以太有自己想法的李如圭，最終恐怕無法勝任其事：

只是李寶之編集，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，其甚者，如《祭法》、《祭義》等篇，已送還令其重修，《特牲》等篇亦有未入例處。（《答黃直卿》，《續集》，卷1）

同時，吳、李二人的編纂工作不僅已展開，還經過朱熹修改、退還重修的過程。
    受到朱熹「最爲可望」（《答黃子耕》，《晦庵集》，卷51）「明敏過人」（卷61）、「在後生中最為警敏，肯著實用功」（《答蔡季通》，《續集》，卷2）諸多讚賞的吳伯豐，不幸早死，朱熹對此久久不能釋懷，「每念吳伯豐，未嘗不愴然也」、「以此追念伯豐，愈深傷」、「吳伯豐尤可惜，……不幸早死，亦是吾道之衰，念之未嘗不慘然也」（《答黃直卿》，《續集》，卷1）。
    總體而言，不論是(或(，對《祭禮》的理解仍處於片段的、不成系統的形式，較之黃榦後來所編《祭禮》規模，可說有些紊亂。朱熹最終也將《祭禮》託付給黃榦，而由其全權處理：

《儀禮》義疏已附得《冠義》一篇，今附去看。《家》、《鄉》、《邦國》四類已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，其《喪》、《祭》禮可便依此抄節寫入。……《祭禮》亦草編得數紙，不知所編如何？今并附去，可更斟酌。如已别有規模，則亦不須用此也。可早為之，趁今年秋冬前了却，從頭點對。（《答黃直卿》，《續集》，卷1）

如今我們得見的通行本《儀禮經傳通解續‧祭禮》，應該是黃榦在吳、李二人的基礎上，進行修改、補充、調整而成的。
三、黃榦對朱熹《祭禮》構想之具體化
    朱熹《禮書》因黨禁之禍，在險惡的環境下編纂得匆忙。但我們仍可在《儀禮經傳目錄》大致了解此書編輯的一些體例。雖然他希望以《儀禮》為經，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等其他經書為傳的方式編排《禮書》，但《儀禮》留存下來的十七篇，除了《燕》、《射》、《聘》、《公食》、《覲禮》之外，大約是士大夫的禮儀。其他有關天子諸侯禮儀，勢必得要由這十七篇推衍或向其他經書擷取：

今《儀禮》多是士禮。天子、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。不過有些小朝聘、燕饗之禮。自漢以來，凡天子之禮，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為之。（《朱子語類》，卷85）

即使十七篇大部分為士大夫禮儀，仍無法完全滿足朱熹「家禮」、「鄉禮」、「學禮」所需，故於《儀禮經傳目錄》各篇章說明，時見「古無此篇，今取某某等書之言創為此篇，以補經闕」之語，而這些篇目中「經」的內容，同樣也只能向其他經書擷取。黃榦在編纂《喪》、《祭》二禮時，也遇到類似的問題：
今《儀》禮惟有《喪服》、《士喪》、《士虞》僅存，而王侯大夫之禮皆缺。……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，為之分章句，附傳記，使條理明白而易攷，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，不至於棄經而任傳，遺本而宗末。……（楊復《喪服後序》）

又，《祭禮後序》云：
今見於《儀禮》者，惟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、《有司徹》三篇僅存。夫《特牲》，士禮也；《少牢》、《有司徹》，大夫禮也。大夫以上並逸其文。若夫事天事地，國家之大典大法，皆湮沒不傳，而先王制作精微之意，不可得而復考，亦可嘆矣。幸而有司之所執掌，聖賢之所問答，諸儒之所記錄，猶散見於《周官》傳記之書，尚可裒集以見其梗槩，此補篇之所為作也。
說明與《喪禮》相同的編纂困境。這些經書所闕失、由朱熹師徒所補編的部分，正可以體現出朱熹一門對禮學架構與內容的理解。
    全書的編次，朱熹引賈公彥《儀禮注疏》疏語云：
《儀禮》之次，賤者為先，故以士冠為先。無大夫冠禮，諸侯冠次之，天子冠又次之。其昏禮亦士為先，大夫次之，諸侯次之，天子為後。諸侯鄉飲酒為先，天子鄉飲酒次之。鄉射、燕禮以下皆然。又以冠、昏、士相見為先後者，以二十而冠，三十而娶，四十強而仕。既有摯見鄉大夫見國君之等，又為鄉大夫、州長行鄉飲酒、鄉射之事。以下先吉後凶，凶盡則又行祭祀吉禮也。

則知《通解》依循劉向《別錄》「賤貴吉凶」的原則，為整部書編輯的順序。黃榦續編之《喪》、《祭》二禮，篇帙浩繁，倍於正編五禮。正編雖已有一定的體例，但《喪》、《祭》二禮的性質較其他禮儀為重要、特殊，故在二禮的編排上需要作些調整。除了從上表可見黃榦《祭禮》在篇次上已做過較系統的調整外，他花費十數年的功夫陸續充實二禮的內容。

    嘉泰二年（1202），黃榦先後創書局於福州神光寺、仁王寺，續修《禮書》。不過，往後的十多年，黃榦皆「奔走王事，作輟不常」，《禮書》的編修工作只能斷斷續續完成。直到嘉定十一年（1218），他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，才能集中精神在續編《禮書》的工作上。這期間，《喪禮》稿本基本完成，只待精修為定本；《祭禮》稿本雖纂集多年，仍有《祭法》一篇至晚年方脫稿。
黃榦曾向楊復表示《祭禮》「用力甚久，規模已定」
，今日所見《儀禮經傳通解續‧祭禮》各篇、章、節、目之經注疏俱備，所引諸書俱全，只是鮮少有黃榦的按語。
    朱熹另一個學生楊復，在朱熹過世後，到了黃榦門下，成為黃榦編訂二禮的得力助手。嘉定十三年（1220）夏天，《喪禮》修訂完成，黃榦讓楊復作定本檢查的工作，自己則緊接著修訂《祭禮》，並與楊復「朝夕議論」（楊復《祭禮後序》）。十四年（1221），因病終于所居之正寢。黃榦過世之後，陳宓曾寫信給楊復，表示「《祭禮》更須入注疏，俟它日抄錄，以廣其傳」、「《祭禮》聞已入先儒格言，次第成書，黃先生未遂之志，舍學錄孰能當之」（《與楊信齋學錄復書》，《復齋先生龍圖陳文公集》，卷13），期待楊復能夠續成黃榦的任務。不過楊復表示「他書可互相發明當附入者，未經先生折衷，不敢妄意增損」（《喪祭二禮目錄後序》）、「先生既沒，學者不敢妄意增損，謹錄其稿而藏之」（《祭禮後序》），說明《祭禮》在黃榦死後，僅以稿本面貌存世。陳宓所言「入注疏」之事，應該在黃榦過世前已經完成；而「聞已入先儒格言」在今日所見黃榦《祭禮》中雖有，然極為少見。
    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，張虙知南康，欲補刊黃榦所續二禮。但張虙從陳宓處得到二禮後，發現《祭禮》「有門類而未分卷數，先後無辨」，無法付梓，於是同門相與商議，由楊復「倣《喪禮》題曰『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幾』，以別其次第，且述其成書本末如此，以復張侯」（《喪祭二禮目錄後序》），加上南康舊刻《儀禮經傳通解》，朱熹此書終以完整面貌問世。由於二禮成於朱熹歿後，未經其手定，眾生徒不敢以其與《通解》並列，為明續成其志、分別二書之意，自黃榦開始，將此二禮稱為「儀禮經傳通解續卷」。

    黃榦過世後，《祭禮》還處於未定稿的階段，他也來不及為二禮的編排體例作說明，今日所見，皆是楊復幫黃榦為讀者所作。所幸在《喪禮》卷一「期之喪達乎大夫」的黃榦按語中，說明經文之後，附入傳記的編排的體例：

其一，有諸書重出者但載其一。有大同小異者，削其同，載其異。有同異相雜，不可削者，並存之。

二，所載傳記全文已見别篇，則全文並注疏皆已詳載有於全文之下，節略重出者，即云「詳見某篇」，讀者當於詳見之處考之。

三，所附傳記之文，有本經只一事而傳記旁及數事者，雖與經文不相關，然亦須先載全文，後重出者只節其與本文相關者，仍注云詳見某條。
可以視為《喪》、《祭》二禮的編纂體例。之後楊復所修的《祭禮》亦遵從之。

    又，楊復《祭禮後序》云：
勉齋黃先生編纂《祭禮》，用先師朱文公《禮書》之通例，先正經而後補篇。正經則以《特牲饋食》、《少牢饋食》、《有司徹》為先，所以尊聖經也；而《大戴》《遷廟》、《釁廟》二篇附焉。補篇則以《祭法》為先，所以明大分也；而天地神祇、宗廟百神以及於時巡、遷國、立君、討罪、會同、行役、類禡、雩禜、祈禳、釁衈之禮次之，而樂舞、器服、祭用無不備焉。夫禮莫重於祭，自天子宗廟而下，其儀文制度，各有精義而不可易；宗廟之祭，自天子諸侯下及於士庶人，其文理密察，各有常經而不可紊。
在朱熹構想的基礎之上，黃榦所編纂的《祭禮》，已有一完整的、具體的規劃。明確以《儀禮》經文為主，置於篇首。以《諸侯遷廟》、《釁廟》附於後，依循朱熹當初編排。其他經書對祭禮的敘述，皆置於補編。
    「祭法」一篇，為統攝祭禮之大綱領，故楊復說「以祭法為先，所以明大分」，緊接在經文之後，作為補編第一篇。但此篇卻是黃榦「晚年始就」，最後才完成，筆者以為有其考量。既然是統攝祭禮之大綱領，內容不宜繁瑣，以作為「明大分」之用。故須待各篇皆完成後，取各篇之要，編成大綱領，並於各經文下，擇要或不再重出注疏文，而出注云「詳見某某篇」。

    朱熹的「郊社」，黃榦又拆分為「天神」、「地祇」、「百神」，條目更清晰。祀天神、地祇之後，享先王，故次之以朱熹置於篇首的「宗廟」，這些屬於朝廷正祭。正祭之外，又有「因事而祭」者，如：立君封國、巡守、天子出征、朝會、甸、夢祭、祈禳、天地大烖、六沴、雩、疾病、難、盟詛、釁等，則置於宗廟之後。其他與祭祀相關大大小小的儀節、事項，總歸於「祭統」。祭祀所需之「祭物」，則次於「祭統」後。篇末則遵從正編《冠禮》後有《冠義》、《昏禮》後有《昏義》，以「祭義」為《祭禮》之終。

    在內容上，雖仍屬草稿，各篇、章、節、目之經注疏俱備，所引諸書俱全。黃榦曾對楊復表示《祭禮》「用力甚久，規模已定」，又說「《祭禮》已有七分」，所言不假。又言「始余創二禮粗就，奉而質之先師，先師喜謂余曰：『君所立《喪》、《祭》禮規模甚善，他日取吾所編《家》、《鄉》、《邦國》、《王朝》禮，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。』」說明制定二禮的規模不僅受到朱熹的認可，朱熹甚至認為比自己所定規模更善。黃榦又言「每取其書翻閱而推明之，閒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」（楊復《喪服後序》），基本認定《祭禮》相當接近完成的階段。

    雖然後人對續編頗有微言
，但黃榦所編《祭禮》對朱熹一門祭禮學的形成，意義重大。未定稿的《祭禮》，實際上已完成黃榦對先師所託付的任務。即使被視作資料彙編性質，但凡與祭禮相關之經文，按照所制定的規模分門別類，並附錄注疏，實現朱熹「可為聖朝制作之助」的願望，將朱熹對「祭禮」的認識從構想具體化，成為完整可徵的一套祭禮文獻。不僅如此，它更提供楊復再撰《祭禮》一個平面藍圖，促成楊復將《祭禮》立體化、有機化的重要地位。

四、楊復對黃榦《祭禮》之立體化
    楊復以黃榦《祭禮》為藍本，再加以補充調整，重新編纂的《祭禮》，對各篇次序與內容的安排作了詳細說明：
《儀禮》正經，惟《特牲饋食》、《少牢饋食》二篇僅存，後之言禮者必稽焉，故以冠于《祭禮》之首篇。此後皆蒐輯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諸書，分為經、傳，以補其闕。夫祀天神，祭地示，享先王，禮之大經也，故綜之以《通禮》。禮莫重於祀天，故首之以《天神》，天子事天明，事地察，故次之以《地示》。《大宗伯》吉禮十有二，而「享先王」在祀天神、祭地示之後，故次之以《宗廟》。有天下者祭百神，故次之以《百神》。有正祭之禮，有因祭之禮，「天子將出，類乎上帝，宜乎社，造乎禰」，若是之類，皆因事而祭，故次之以《因祭》。天子親耕以共粢盛，王后親蠶以為祭服，牲殺器皿、禮樂不備，不敢以祭，故次之以《祭物》。禮有專一事而言者，如天神、地示以下是也，有統論凡祭祀之禮者，如祭名、祝號之類是也，故次之以《祭統》。而禮之行也，又有變禮，有殺禮，有失禮，故並見於是篇之終焉。（《祭禮自序》）

既以《儀禮》為中心，楊復對《祭禮》經文的認定只有《特牲饋食》、《少牢饋食》二篇。黃榦於此二篇之後置《大戴禮記》《諸侯遷廟》、《釁廟》之文，楊復則將此二篇納入《宗廟篇》中。《通禮》一篇性質與黃榦《祭禮》「祭法」相當而更名之曰「通禮」者，以「通論天神、地示、人鬼之禮」。（頁167）楊復保守的說「稍加更定」，實則從外在形式的編次到內容的編排，都做了非常大的改訂。
    我們只要將黃榦與楊復再修的《天神篇》加以比對，就能理解楊復提出「《天神》一門更宜整正」的建議非虛言。以下以「祀昊天上帝禮」為例。

    黃榦首列《周禮》經文中各相關官職之工作，有：大宗伯，依禮舉行禋祀祀昊天上帝；大祝執明水火而號祝；司服、司裘供王祀天之服；典瑞、玉人供祀天之玉。次列《禮記》《曲禮》、《郊特牲》、《祭法》、《禮器》、《王制》經文，以明祀天所用牲；又次《周禮》大祝、鼓人、大司樂各官所職掌，以明祭天之神號與樂；次神仕，以圖畫天神形象位次；次大宰，以其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。前期十日，帥執事而卜日，遂戒。及執事，眡滌濯。及納亨，贊王牲事。及祀之日，贊玉幣爵之事；次大宗伯，以明其帥執事進行卜日、視滌濯、涖玉鬯、省牲鑊、奉玉齍、詔大號之事。若王有故，則大宗伯代行祭事。祭天的祝告辭，經文所無，故「傳」則附以《大戴禮記‧公符篇》「辭：皇皇上天，照臨下土。集地之靈，降甘風雨。庶物羣生，各得其所。靡今靡古，維予一人。某敬拜皇天之祐。」以補充祭祀時之祝辭。

    楊復則以為「綱領既紊則條目不可得而理」
，故於《天神篇‧祀昊天上帝禮》之始，首先提出《周禮‧大宗伯》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」、《禮記‧曲禮》「天子祭天地」、《周禮‧大司樂》「冬至圜丘」、《禮記‧祭法》「禘郊祖宗」、《禮記‧大傳》「禮不王不禘」五條條目，以此五章作為統攝祭祀禮的大綱領。綱領既定，各經書相關的條目即可列入綱領細項中。為呈現楊復對黃榦「祀昊天上帝之禮」的調整補充，以下不厭其繁，錄「祀昊天上帝禮」始終之序的經文，以觀楊復對祭天禮的理解。

祭天類別──禋祀（《大宗伯》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」）；

祭天當天所使用的各種物件：

禮天之玉──「禮天之玉、幣」（《大宗伯》「以蒼璧禮天，牲幣放其器之色」）；
祭天之牲及牲之條件――「祀天之牲」（《禮器》「祭天特牲」；《王制》「祭天地之牛角繭」；《國語‧周語》「郊事則有全烝」；《地官‧牧人》「陽祀用騂牲毛之」；《郊特牲》「郊血」；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」；「帝牛必在滌三月，稷牛唯具」）；

祭天之酒食――「祀天之酒、齊、粢盛」（《酒正》「辨五齊，曰泛齊、醴齊、盎齊、緹齊、沈齊」、「辨三酒，曰事酒、昔酒、清酒」、「大祭三貳」；《幂人》「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」；《禮器「大羮不和。犧尊，疏布鼏，樿杓」；《鬯人》「掌共秬鬯而飾之」；《表記》「天子親耕，粢盛秬鬯以事上帝」）；
祭天之器物――「祀天之器」（《郊特牲》「蒲越、稾鞂」、「器用陶、匏」；《大雅‧生民》「卬盛于豆，于豆于豋，其香始升，上帝居歆，胡臭亶時」；《易‧鼎卦》「鼎，聖人亨以享上帝」）；

祭天之玉――「祀天之玉」（《典瑞》「四圭有邸以祀天」）；

主祭者──王──的配備：「王服」（《司服》「王祀昊天上帝，則服大裘而冕」；《郊特牲》「戴冕璪十有二旒」）、「王車旗」（《春官‧巾車》「玉路，鍚，樊、纓十有再就，建大常十有二斿，以祀」；《大馭》「掌馭玉路以祀。及犯軷，王自左馭，馭下祝，登受轡，犯軷，遂驅之」；《郊特牲》「乘素車，旂十有二旒，龍章而設日月」）；

祭天之音樂――「祭天之樂」（《大司樂》「大合樂。分樂，乃奏黃鐘，歌大呂，舞雲門，以祀天神」、「凡六樂者，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」、「凡樂，圜鐘為宮，黃鐘為角，大蔟為徵，姑洗為羽。靁鼓、靁鼗，孤竹之管，雲和之琴瑟，雲門之舞。冬日至，於地上之圜丘奏之。若樂六變，則天神皆降，可得而禮矣」；《鼓人》「以雷鼓鼓神祀」）。

助成祭祀者――各官所職掌――祭祀之前，有一系列的準備工作以幫助儀式的順利進行：

前期十日的準備工作──誓戒、卜日──各官所職掌（負責工作者計有大宰、大史、大宗伯、齊右、司服、膳夫、玉府、鬯人等）；
祭之前日的準備工作──眂、察──各官所職掌（負責工作者計有大宰、大宗伯、小宗伯、大司樂等）；
祭之日的準備工作與祭禮的進行──各官所職掌（負責工作者計有雞人、巾車、典路、小宗伯、大祝、大宰、大宗伯等）。（按：各職掌下皆有相應之經文，今省略）

以上，為祀昊天上帝禮始終之序。

    其次，特立「報天主日」一節，以明祭天配祀之對象，「莫尊於天，莫重於郊祀，精一以享，惟恐誠意之不至，豈容混以百神之祀」（頁205），以破歷來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之說。又立「尊祖配天」一節於其後，以為「『有虞氏郊嚳，夏后氏郊鯀，殷人郊冥，周人郊稷』，四代帝王尊祖配天之禮見於經傳，昭然明甚」（頁207），然鄭玄卻謂周人禘祭天以嚳配，郊祭天以稷配，為淆亂禮名實之始，恐後之習禮者誤信鄭言，故以此節辨證之。

    其次，則為祝辭與樂章（《大祝》「辨六號，一曰神號。凡大禋祀，執明水火而號祝。《大戴禮‧公符篇》「皇皇上天，照臨下土，集地之靈，降甘風雨。庶物羣生，各得其所，靡今靡古。維予一人某，敬拜皇天之祜。維某年某月上日」；《周頌‧思文》「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。立我烝民，莫匪爾極。貽我來牟，帝命率育。無此疆爾界，陳常于時夏」）。最後由大祝「既祭令徹」，整個祭天之禮至此結束。

    傳文部分，則引《禮記》《郊特牲》、《中庸》、《禮運》、《禮器》、《祭義》；《周易》《益卦‧六二》；《家語》之文，以說明祭天之禮義。楊復《義例》言：「《禮書》（按：指《儀禮經傳通解》）通例，凡說禮之義者，歸於後篇。然祭禮綱條宏闊，記博事叢，若以祭義盡歸於後篇，則前後斷隔，難相參照。讀禮之文不知有其義，讀禮之義不知有其文。……今亦隨類分之，凡傳記論郊之義者附於郊……。」（頁7）即指此。

    楊復對經文的串聯，使祭祀過程相當立體，儼然可以實際操作，不再只是一條條分離的經文。反觀黃榦原來的排列方式，則支離不成系統，只能理解為將相關經文分條鑲入「祀昊天上帝禮」的框架裡。而楊復所列舉的「祀天之酒、齊、粢盛」、「祀天之器」等內容，黃榦大部分都放在《祭物》篇。其他內容則分散在《祭統》、《郊祀》、《地示》、《百神》篇。可知楊復從各經經文中條分縷析出祭天儀式的整個過程，是經過其縝密的思考。我們相信這與楊復另一部著作《儀禮圖》有著密切的關係。《儀禮圖序》云：

復曩從先師朱文公讀《儀禮》，求其辭而不可得，則擬為圖以象之，圖成而義顯。凡位之先後秩序，物之輕重權衡，禮之恭遜文明，仁之忠厚懇至，義之時措從宜，智之文理密察，精粗本末，昭然可見。……復今所圖者，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也。釐為家、鄉、邦國、王朝、喪、祭禮，則因先師《經傳通解》之義例也。
此圖撰成於楊復《祭禮》之前四年（1228），《儀禮》所有的儀節，在楊復心中已成為立體圖像。當他在整理《祭禮》時，這些立體的圖像油然而生，再訴諸於文字，對應至各經條文，自然可以作為實際操作的「禮儀使用手冊」。

    楊復為黃榦《祭禮》所寫的《後序》又云：

（黃榦）嘗有言曰：「惟《天神》一門為鄭氏讖緯之說所汩，其言最爲不經。」
宋人對鄭玄以讖緯解經的作法不以為然，黃榦、楊復皆同。兩人立場雖一致，但處理鄭注賈疏的方式則全然不同。如《天官》「司裘掌為大裘，以共王祀天之服」（頁188），賈疏引《孝經緯‧鉤命決》：「案《孝經緯‧鉤命決》云：『祭地之禮與天同牲，玉皆不同。言同者，唯據衣服。』」黃榦此段全引，楊復則刪之。對於黃榦反對讖緯解經，卻又保留的做法，根據楊復《祭禮後序》云：

（黃榦）嘗有言曰：「今存其說於書者，非取之也，存之於書，使天下後世知其謬，乃所以廢之也。」
據此，我們可以認為《孝經緯》的內容，是經過黃榦刻意處理而保留下來的痕跡，並非是由學生抄附注疏，等待黃榦刪削的部分。不過，因黃榦才剛開始整理《祭禮》就因病過世，假設此處是黃榦來不及加上按語說明，而楊復《祭禮》至今仍不為世人所知，黃榦想讓「天下後世知其謬」的本意被淹沒，那麼讀者推測黃榦認同鄭玄以讖緯解經，應該是能夠被接受的說法罷。
    《天神篇‧祀昊天上帝禮》一開始的按語中即言明：

鄭康成注《儀禮》、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三書，通訓詁，考制度，辨名數，詞簡而旨明，得多而失少，使天下後世猶得以識先王制度之遺者，皆鄭氏之功也。惟天神、地示祭禮及天子、諸侯宗廟祭禮，鄭注乃雜之以緯書之偽，參之以臆決之私，則其失又有甚焉。……然鄭氏注，附經而行者也；諸儒之說，則離經而旁出它記者也。學者開卷，但知有鄭注，而不知有諸儒之說，此鄭氏之注所以先入人心而為主也。（頁173）
楊復肯定鄭玄注解三禮考辨名物制度之功，使後世得以識先王制度之遺的同時，也指出鄭玄學說對後世影響如此巨大的原因，在於鄭注總是跟隨著經文行世，即使歷代已有許多學者對鄭玄的注解加以糾正，但是「離經而旁出它記者」，沒有「學者開卷，但知有鄭注」的優勢。對此，楊復自有一套處理鄭注「雜之以緯書之偽」、 「參之以臆決之私」的方法。雖然跟隨著朱熹、黃榦經文之後附鄭注的體例，但不同於黃榦的作法，他對鄭玄讖緯之說，主觀上希望一一刪除乾淨，如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」（頁173）鄭注引緯書，楊復全刪；又如楊復以為「六天之說」始自鄭玄附會緯書而來，故徵引程頤、朱熹的說法以糾正鄭注；又如《春官‧大宗伯》經文「以蒼璧禮天」，楊復引鄭注解釋「禮天」之「禮」：

禮，謂始告神時，薦於神坐。《書》曰『周公植璧秉圭』是也。（頁180）
實際上，此句經文的鄭注是引緯書《春秋緯‧運斗樞》，楊復全不取。而改引用上句經文「以禮天地四方」的注語作為此句注語。
    又，歷代爭訟不已的禘祫之議，黃榦曾對楊復表示「惟趙伯循之言為尤精當」（《祭禮後序》）。黃榦《祭禮》於「大夫士有大事，省於其君，干祫及其高祖」（《祭法》，卷21）條下引用趙匡語解釋「禮不王不禘」；「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」（《宗廟》，卷25）條下引用趙匡語解釋「魯郊非禮」。但自己並未對此問題下按語做分析。而楊復再修《祭禮》卻用了近三千字，除說明自漢以來，禘祫相混的情形，又引用諸儒主張，分析鄭玄、王肅之說，最後也表達了自己對禘祫禮的看法（頁586-592）。他的主張，得到馬端臨的支持，故在編寫《文獻通考》之時，全部採用楊復《祭禮》的說法，他在《自序》中說：

至於禘祫之節、宗祧之數、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，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，其叢雜牴牾，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。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、勉齋之遺文奧義，著為《祭禮》一書，詞義正大，考訂精核，足為千載不刊之典。
當然，拿楊復花了十年的工夫修訂的《祭禮》與黃榦的《祭禮》未定稿做比較，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。只是，從以上所舉的幾個例子，除了說明楊復為什麼一定要重修《祭禮》的原因，同時可以看出楊復在形式上讓黃榦《祭禮》的編排更加立體，在內容上讓問題的討論更加集中。更重要的，楊復《祭禮》所包含一百三十條左右的按語，可以視為朱熹一門、甚至是宋人的禮學觀，在經學史上無疑是珍貴的材料。
五、楊復對朱熹祭禮理論的立體化

    楊復花費了十年的工夫，從眾多紛亂的條目，理出一條祭禮學的思路。這條禮學的思路，蘊含著他想為朱熹健全祭禮思想的企圖。楊復在《自序》說：

文公平日篤志《禮書》，於《祭禮》雖未屬筆，而討論考覈為尤詳。……諸儒未能究見本末，遷就依違，莫之釐正，悉經先師折衷而論始定，故引而歸之於各條之下。

服膺朱熹學說，這裡清楚表明楊復的基本立場。我們可以看到書中所立篇目，若依照朱熹原本《禮書》的體例，必將諸儒主張置於夾注中。楊復卻讓朱熹討論禮制的文章，於經注疏之外，獨立成篇，絲毫不加以剪裁，如《地示篇》的《朱子州縣社稷壇說》，《宗廟篇》的《朱子論古今廟制》。又如《祫祭禮》的《朱子周大祫圖》、《朱子周時祫圖》等。可以說，楊復從《文集》、《語類》中掇拾朱熹祭禮相關言論、論文，將朱熹的祭禮學逐步地建構起來。凡是遇到「歷世聚訟大公案」，需要說明、考證、分析、加按語之處，如郊祀、明堂、北郊、古今廟制、四時禘祫諸問題，最後皆折衷于先師，以朱熹所論為依歸。今日我們看朱熹所論或有武斷，但這並非楊復考慮的方向，他只想為朱熹建構起他的祭禮理論。
    如前文朱熹寫給吳伯豐的信中所言，以為當附《逸禮‧中霤》一篇：「以『中霤』名篇，必是以此章爲首」、「今亦當以此爲首，而戶、竈、門、行以次繼之，……。其首章即以《逸禮‧中霤》冠之。」黃榦此段經文收入《祭禮‧地示》篇中，但仍按照《禮記‧月令》「春祀戶，祭先脾」、「夏祀竈，祭先肺」、「中央祀中霤，祭先心」、「秋祀門，祭先肝」、「冬祀行，祭先腎」的順序排列。而楊復《祭禮‧五祀禮》設有《逸禮‧中霤》一章，則以「中央土，其祀中霤，祭先心」為章首（頁355）。這麼細微的地方都注意到，說明他對朱熹隻字片語都謹慎看待。
    宋儒深受趙匡等人《春秋》尊王思想的影響，故朱熹在與吳伯豐、李寶之討論《祭禮》禘祫之議時，皆與二人強調要參考、收錄趙匡《春秋纂例》的說法。如前所言，雖然黃榦也曾對楊復強調趙匡之言尤為精當，但也僅錄兩小段文字以說解經文（見前文）。楊復卻非常重視朱熹的意見，故他的《祭禮》透露出此種觀點，也不足為奇。
並且小心處理每一條違背此觀點的注疏。他在《天神篇‧祀昊天上帝禮》之後，另獨立《魯郊》一篇，凡引用《春秋》經傳，趙伯循《春秋纂例》有說解處則引趙說，趙說無則斟酌引錄漢唐注疏。
    於《祀昊天上帝禮》後緊接《魯郊》，如此鄭重其事，是為了正學者之視聽，絕非認同魯郊之正當性。此篇最後，楊復引《禮運》云：「孔子曰：『我觀周道，幽厲傷之，吾舍魯何適矣。魯之郊、禘，非禮也，周公其衰矣。』」鄭注曰：「非，猶失也。魯之郊牛口傷，鼷鼠食其角，又有四卜郊不從，是周公之道衰矣。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。」將「非禮」的解釋引導讀者至「子孫未能奉行興之」而失禮。楊復引用林之奇語，直指鄭玄避重就輕：「先儒之說，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，不知聖人書郊，乃惡其非禮之大者。」（頁230-231）以為要討論孔子對魯禘郊的看法，首先「當斷魯郊之當否」，以正魯不應有郊。
    又，《祀昊天上帝禮》傳文引《禮記‧郊特牲》「王被袞以象天」，鄭注云：「謂有日月星辰之章，此魯禮也。《周禮》『王祀昊天上帝，則服大裘而冕，祀五帝亦如之』。魯侯之服，自袞冕而下也。」楊復則痛批鄭玄：「魯可稱『王』乎！魯之郊、禘非禮也，聖人嘗歎之矣，況可以稱『王』乎！」（頁217）

    楊復處理注疏，除了《三禮》經文條目依照朱熹、黃榦的編輯體例引鄭注之外，其他諸經，如《詩經》，注解不用鄭箋，而用朱熹《詩集傳》解說；引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，注解用朱熹《四書章句》；引《尚書》，注解用蔡沈《書集傳》
。要以朱熹的經說代替漢唐舊注疏，是非常明顯的意圖。

    不僅如此，楊復所引通人說法，皆與朱熹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，他在《義例》中說明，《祭禮》所引古今諸儒之說，如司馬光、程頤，皆為朱熹所推崇者；如陳祥道，「先師常稱其《禮書》該博者」；李如圭，「嘗問祭禮者」；陳孔碩，「嘗問釋奠儀者」；黃度，「先師同時之賢，有往復書見於《文集》者」。即使朱熹「於祭禮雖未屬筆」，不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，朱熹的祭禮學說都透過楊復一字一句地建立起來。
    凡此，說明楊復希望藉著自己的雙手，來幫助朱熹完成不能編纂《祭禮》的遺憾。朱熹的祭禮思想，隨著楊復的大量引用，充斥在整部書中。朱熹編纂《禮書》的初衷，是梳理經書文獻，目的在「使士知實學」，並且在「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」（《乞修三禮劄子》）。我們甚至可以在《王朝禮》中看到朱熹拿唐石經本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來與《月令篇》做文字校勘的工作，與我們印象中對宋儒擅長以理說經的方式大相逕庭。這部書被定位為禮學資料彙編性質的書籍，歷來學者對其評價並不高。不過，因為楊復對師說特殊的處理方法，與對《祭禮》篇章內容的編排方式，使此書產生了變化，他將平面資料彙編性質的《通解》，往前推進一大步，成為一部立體的，理論性堅強的禮書。
六、結語
    元代熊禾曾稱朱熹想將「《通典》及諸史志、會要、開元、天寶、政和禮斟酌損益，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」（《刋儀禮經傳通解》，《勿軒集》），這個說法與實際《儀禮經傳通解》正編的內容並不符合。但在《續編》中確實是如此。為說解禮儀施行的情況，楊復錄有歷代詔令奏議的內容，讓禮學理論與歷代禮制可以合而為一，是朱熹在編纂《禮書》時所不曾想到的。這是除了朱熹，楊復對另外一位老師黃榦的學習與繼承――表現在對歷代詔令奏議的引用與分析上。黃榦在編纂《喪禮》時已有相同的處理方法。不過，考慮到《喪》、《祭》二禮的特殊性，與朝廷禮制自然會產生比較密切的關聯。
    楊復再修的《祭禮》，與朱熹所構想的「祭禮」、黃榦所編撰的《祭禮》，不僅在形式上有所改變，在內容上也更加深化。即從朱熹到楊復的祭禮，是從「構想」到「具體化」到「立體化」的過程。我們應將楊復再修的《祭禮》，與朱熹《通解》、黃榦《續通解》視為一個整體。楊復在按語中總是申述朱熹的看法，似乎沒有個人的意見。筆者以為是楊復極力控制突顯個人的色彩，因為他明白《儀禮經傳通解》對朱熹的重要性，他的任務不過是完善先師未完成的工作。又，朱、黃兩位先生其時皆已歿，楊復所編內容無法讓兩位先生過目刪補，那麼，盡量避免出現自己主觀的看法，而忠實呈現第一作者――朱熹的主張，應該是最符合《通解》編纂的體例了。即使如此，我們仍能從楊復對經文的編排，注、疏的撿擇，體會楊復對祭禮的全盤理解。同時，他又注意與黃榦《喪禮》之間的鏈結，如《宗廟隆殺之制》，「主」條：「措之廟，立之主，曰帝。」（頁424），楊復於此下注「詳見《喪禮‧喪大記》『作主』條」，即黃榦《喪禮》的內容，根據性質的不同，此略彼詳，說明《祭禮》與《通解》、《續通解》作為一部書的整體性。
    《儀禮經傳通解》正續編的編成，正如同宋代是經學史上新經學時期一般，朱氏師徒讓「新儀禮」誕生：《儀禮》、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三禮的內容經過朱熹以及弟子們的融合，代表的是朱熹一門對傳統禮經與當代禮制的理解。楊復的兩位禮學老師，朱熹厚實了理論的基礎，黃榦除了提供《祭禮》藍圖，又示範實際禮制在禮經上展現的方法，於是成就楊復此部理論與實務兼備的《祭禮》。這是在宋代特殊的經學環境下所產生的亦經亦史的著作，它的影響雖直達清代禮學，但要麼像《文獻通考》割裂《祭禮》全書以符合史學著作，要麼像《五禮通考》成為通禮著作。純粹地從經學的角度出發，以經書作為理論主體，以禮制作為案例說明，楊復《祭禮》之後，再也無法產生這樣的作品了。雖然，《祭禮》的編纂工作不斷遇到波折，但弟子們始終遵循著朱熹的構想前進，而楊復的《祭禮》，不僅僅是他自己對《祭禮》的體會，也可說是朱熹祭禮學之延續。

《文史》，2013年第4輯，頁145-162。
� 參見白壽彝《儀禮經傳通解考證》一文，頁44-50。《白壽彝文集》（開封：河南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12月）。


� 朱熹有《答吕子約十一月二十七日》，云：「《禮書》已領，但《喪禮》合在《祭禮》之前乃是。只恐不欲改動本書卷帙，則且如此亦不妨也。但士、庶人祭禮都無一字，豈脫漏邪？若其本無，則亦太草草矣。鄉人欲者甚多，便欲送書坊鏤版，以有此疑，更俟一報，幸早示及也。」（《晦庵集》，卷48）此信約寫於1187至1188年之間。白壽彝以為呂祖儉（子約）是最初輔助朱熹編纂《喪》、《祭》二禮的人。戴君仁以為「此信所說《禮書》，恐不是《儀禮經傳通解》，因鄉人便欲刻版，不像是《儀禮》書」。慶元元年（1195）左右，呂子約在貶所，無事可做，朱熹乃託他幫忙修禮，故有「王朝禮初欲自整頓，今無心力看得，已送子約，託其□定，仍令一面附疏。彼中更有《祭禮》，工夫想亦不多」（《晦庵續集》，卷1）等語。參見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與修門人及修書年歲考》，《梅園論學集》（臺北：臺灣開明書店，1970年9月），頁62-63。


� [宋]楊復撰，葉純芳、橋本秀美編輯：《楊復再修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》，臺北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11年9月。


� [宋]朱熹、黃榦編撰，喬秀岩、葉純芳特約編輯：《影印宋刻元明遞修本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》，北京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8月。


� 此間詳情參見拙撰《楊復再修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導言》（頁1-52）；《影印宋刻元明遞修本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編後記》（頁2612-2639）二文。


� 《喪》、《祭》二禮别作兩門，居《邦國》、《王朝》之後，亦甚穏當，前此疑於《家》、《邦》更無安頓處也。（《答余正甫》，卷63）。


� 所喻買書以備剪貼，恐亦不濟事。蓋嘗試為之，大小高下既不齊等，不免又寫一番，不如只就正本籖記起止，直授筆吏寫成之為快也。（《答余正甫》，卷63）


� 《晦庵集》卷四十六《答黃直卿》一書中，詳細記載朱熹針對篇目與內容之編排，與黃榦共同斟酌商量。


� 在與黃榦書信中，朱熹亦強調這樣的編書原則：「所寄數卷，若前此旋次得之，即可子細看。今幷寄來，又值事冗目痛，只看得一兩卷子細。」（《答黃直卿》，《晦庵集》，卷46）


� 《皇王大紀》，八十卷，宋胡宏撰，是書成於紹興辛酉紹定間，所述上起盤古，下迄周末，博採經傳而附以論斷。楊復再修之《祭禮》並未採用此書。


� 楊復《喪祭二禮目錄後序》云：「勉齋先生《祭禮》，自《天神》而下，纂集多年，前《祭法》一篇，晚年始就。暨將修訂，始出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、《有司徹禮》，指授學者，俾分章句、附傳注而未遂。後乃因先生指授之意而成之。附傳記一節，惟《特牲禮》本經自有《記》，中間已逐條附入；他書可互相發明當附入者，未經先生折衷，不敢妄意增損。」


� 楊復《喪服後序》所引黃榦之語云：「先生嘗為復言，《祭禮》用力甚久，規模已定，每取其書翻閱而推明之，閒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。」


� [清]江永《禮書綱目序》即云：「黃氏之書，《喪禮》固詳密，亦間有漏落，《祭禮》未及精專修改，較《喪禮》疏密不倫。」


� [宋]楊復撰，橋本秀美、葉純芳編輯：《祀昊天上帝禮》，《天神篇‧上》，《�eq \o(\s\up 5(楊復),\s\do 2(再修))�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11年9月），頁174。


� 《大宗伯》曰「蒼璧禮天」，《典瑞》又曰「四圭有邸以祀天」，兩玉不同而皆曰「祀天」，不知何者為是。故此處楊復引《江都集禮》徐乾議曰：「是有兩天可知。」又徐邈曰：「璧以禮神，圭以自執。故曰『植璧秉圭』，非圜丘與郊各有所施。」據以明徐邈之言足以破注疏二天之說。又引《（宋）國朝會要》云：「『以蒼璧禮天』、『四圭有邸以祀天』，蓋蒼璧以象體，四圭有邸以象用，故於蒼璧言『禮』，於四圭有邸言『祀』。說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初，祀神在薦獻之時，蓋一祭而兩用也。」此說又與徐邈不同，故楊復兩存之。（頁187）


� 《楊復再修《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》導言》已有舉例說明。


� 蔡沈《書經集傳》，為朱熹晚年令蔡沈所作。《書經集傳序》云：「先生蓋嘗是正，手澤尚新。……《集傳》本先生所命，故凡引用師說，不復識别。」可知此書亦本朱熹說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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